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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情境中的教師實踐知識—

敍事探究和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視角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in school 

sett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ive 

inquiry and ethnography methodology 

陸靜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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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整理了教師實踐知識理論的源頭，提出以敍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作為研究方法的角度對學校中

教師的實踐知識的變化作出整體分析；同時從人類學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的視角，對比日常情

境中專業人士的實踐知識與學校情境中教師的實踐知識。這兩個研究方法的角度令教師實踐知識的研究有

新的發展。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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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he research tradition on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this study examine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ethodology on narrative inquiry and ethnography. Some new opinions were formed to 
understand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above.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e nature of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in school context was discussed. Some 
opinions were offered to condu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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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前言

　　正如有的學者所研究的那樣，中小學教師日

常的職業狀態是，除了教育學生的責任外，還負

有承擔學校系統本身的運作、與學校系統之外其

他部門或機構的聯繫和配合問題，這就使得教師

的日常工作變得很複雜，具體表現為：「雜亂而

片段化」，教育教學活動之間缺乏連帶性和一致

性。第二，帶著「強烈的情境依賴」，教師對於

自身或他人的專業活動的理解，相當依賴於教師

所處的情境（學科組、教研組、年級組、班級和

學校）以及自身的背景，諸如學校經歷、受訓經

歷等，這樣教師的專業活動就會很大程度上受到

這些情境以及過去經歷的影響，往往會表現出按

「習慣做法」為行事原則。第三，教師的工作還

是有強烈的行動導向。在教育變革面前，往往會

希望改革的宣導者直接加以詳細說明「如何行

動」（王建軍，2004）。這種觀點給我們關注與

研究教師職業狀態提供了實踐的視角。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在實施課程改革等大

規模的教育改革中，不但要考慮教育理論，還要

考慮教師的校本知識以及他們對服務對象——學

生的理解，尤其是他們在職業生涯中逐漸獲得的

專業知識。因此，「在教師的專業知識中，他們

在職業生涯中逐漸形成的這些知識就是最重要

的」，「就需要知道教師的這些思想信念和認

識，也就是教師知識」，「在任何特定的教育改

革中，我們都必須認識到教師知識所起的作用」

（Meijer, Verloop, & Beijaard, 2002；溫魯普、范

德瑞爾與梅爾，2008）。

　　而替森（Thiessen, 2000）在討論教師教育研

究的取向時也指出，對於「專業知識」的研究最

有前景。這種研究把教師的教學活動看作是一種

知識的工作，強調要把實踐性知識（包括日常規

範、程式和方法）與命題性知識（基於學科的理

論和概念、教學原則、特定的規定）並列起來使

用。

　　基於教師知識在專業形成和發展中的基礎地

位以及教師工作的行動本質，本文提出對於學校

中教師的實踐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的研究，

並試圖從敍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和人類學

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的角度，來考察

學校情境中教師實踐知識。

乙、開展教師實踐知識研究的價值

　　學校教育是教師與學生的共同活動所組成的

主要部分。作為成熟的發展一方的教師在傳遞社

會價值、實現發展中的個體學生的社會化更是起

著其他教育管理者、教育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理

論研究者無法具備的獨特作用。因此教師的教育

水平，或者近年來社會越來越關注的教師專業水

平更顯出其重要的地位。而衡量一個行業的專業

水平，該行業從業者的專業知識則是前提和基

礎。不少有識之士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關注

教師知識，包括教師實踐知識的研究。這裏，對

這一研究領域做簡要的回顧。

　　本領域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價值取向，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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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基礎教育的教師這一行業是否是一門專業、

其行業從業者是否是專業工作者的爭論中，教師

這個職業的專業性一直受到質疑：因為它沒有特

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過去很長時間裏面不少人

甚至認為只要具有一定識字能力的人都可以來做

小學教師。也有的人承認教師的行業需要教育經

驗，但是它不需要具備學術知識。於是有些研究

者就將對研究教師的研究重點由專業知識或技術

轉移到「教師所知」（what teachers know）而不

是學術知識（academic knowledge）上來，劃定

為教師用來開展學校教育活動的信念、洞察力和

行為習慣等。他們發現他們的研究物件—教師

所知與哲學家們對於實踐知識特點的論述不謀而

合—都具有時間性和情景性、強調個人特點和

行動取向性。但是這些內容中可能成為教師實踐

知識（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的理由及其

範圍還頗受爭議（Sharon & Robert, 1986）。因此

有必要對教師知識和教師實踐知識進行研究和分

析。這是教師知識、教師實踐知識研究的價值取

向之一。其二，教師知識中的教師實踐知識作為

教師得以開展其職業行為的一種行動知識或者經

驗，其所包含的內容和影響因素有哪些，相互關

係如何，它們的實際運作過程又是如何，等等。

這些問題的探究也有利於人們深入瞭解教師知

識、乃至教師實踐知識這一存在。從上面這兩個

方面來看，教師實踐知識都是值得研究的。

丙、教師實踐知識研究的理論起源

　　「實踐知識」研究的開創者是芝加哥大學

的 科 學 教 育 研 究 者 施 瓦 布（Schwab, 1969），

他 提 出 了「 實 踐 樣 式 」（the practical） 名 詞，

並認為「實踐樣式」的特徵是「協商的藝術」

（art of deliberation）與「折衷的藝術」（art of 

eclectic），以用來分別表示從多元觀點深入思考

一件事物的技法和做出實際決策時綜合多樣的理

論與方法的技法。他提醒大家，課程的開發與實

踐受到行為科學的「理論樣式」所支配，教師在

實際課堂中形成的「實踐樣式」的聲音瀕臨死亡。

因此，開始了教師實踐知識的研究和「救亡」實

踐行動。

　　出於對教師知識是不是一種知識，乃至由此

造成的教師職業是不是一項專業的懷疑和證實

的爭論，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逐漸出現了一些有

關教師知識的研究，試圖揭示這種開始並不為世

人所重視的知識的產生、構成、發展和在教學活

動中的用途。有人將教師教育的不足歸咎於教學

中技術文化的缺乏，強調如果沒有知識為基礎的

話，那麼教師教育就無法傳遞相關的專業知識

（Lortie, 1975）。也有學者認為，之所以缺乏實

踐知識的溝通形式是因為職業的各自為陣造成

的。因為教師和自己的同事之間存在隔離現象，

很少有機會說清楚和比較各自的教育心得。這

樣就會造成教師有關教育的知識的缺乏和轉變

（Sarason, 1982）。教師實踐知識缺乏的另一個

原因，有學者（例如 Huberman, 1983）歸因於教

師出於對課堂裏學生的要求不斷被迫做出回應，

從而更多的是依賴直覺和即時反應而不是理論思

維所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對於教師知識、

教師實踐知識的研究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教

師知識並非簡單的傳授過程，所以教師獲得知識

並非只有自上而下的傳授一途；教師的職業特點

的確有很多的時間在獨立執教，但是通過教育培

訓、師徒帶教、非正式場合的交流溝通，乃至正

式的教師教研活動都可以使得教師的實踐經驗、

實踐知識得以在同伴之間傳遞、改進；另外，教

師的確有很多場合需要依據直覺、即時反應來做

出判斷，但是這與教育環境的複雜、多變、不穩

定有著直接的關係。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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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工作的特點、教師工作所處環境的特殊性，

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教師知識、包括教師實踐知

識的產生、傳遞和變化的過程與特點，更好地理

解教師專業發展的特點。可見，需要使用更合適

的方法來研究教師的知識，尤其是植根於日常教

育活動中的教師實踐知識。

一、教師實踐知識研究中的代表人物和觀

點簡介

　　 研 究 教 師 知 識 時 由 於 對 知 識 定 義 的 不 同

哲 學 理 解， 存 在 著 重 視 科 學 知 識（scientific 

knowledge）而輕視來自實踐的、個人的知識的

現象。理由是科學知識更客觀可靠，並超越了具

體課堂生活的細節、教師的個人傾向以及教師經

驗無法避免的局限。教師只會解決一些特殊性的

問題而對於普適性的教育問題的解決則會束手無

策。教師會用類似講故事的方式來描述自己的教

學活動，而不大會應用些理論來解釋自己的教

學。這些描述充滿了教師自己個性化的經驗。因

此，人們覺得，普適性的理論不拘泥於具體的時

間空間，所以顯得更好（Schwab, 1959）。不過，

這種認識是有失偏頗的。不能因為教師的實踐知

識產生與應用於實踐情景，並與之緊密相連，就

認為它無足輕重；就因為它與科學知識不相同，

就 降 低 了 它 的 價 值。 實 際 上， 正 如 Buchmann

所 言， 實 踐 知 識 與 科 學 知 識 有 著 不 同 的 存 在

目的，它的目的是為了形成智慧的行動（wise 

action），而不是對於事物的普遍理解。智慧行

動的目的以及實際的教學情境可以為描述教師

識知（what teachers know）、教師教育知識的獲

得與使用提供恰當的術語（Buchmann, 1983）。

Elbaz 與 Lampert 的有關研究很好地證明了這個

觀點。

　　在 Elbaz 對一位高中英語教師的研究（Elbaz, 

1983）中，她採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過與研究

對象訪談，提出了教師用於教學的實踐知識可以

分為五種類型、三個層次。類型包括：關於自我

的知識、關於教學環境的知識、學科的知識、課

程開發的知識和教學的知識；三個層次是，實踐

的規則、實踐的原則以及有關教育教學實踐的總

體形象（image）。

　　Lampert 的研究關注教師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她把教師個人知識界定為，教師

對於自己的認知、教師的價值取向以及不局限於

紙筆測驗的對於學生的瞭解。她的這一概念強調

要兼顧教師的價值取向、學生的想法、課程的要

求這三方面（Lampert, 1984）。

　　 加 拿 大 學 者 Clandinin 與 Connelly 則

提 出 教 師 個 人 實 踐 知 識（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把這種知識描述為存在於以往的經

驗、現時的教育情境和未來的計畫與行為中，貫

穿于教師的整個實踐過程中。在這樣的場景中，

教師通過敍述探究（narrative inquiry），以講故

事的形式來解釋與建構個人的以及與社會的互動

的 經 驗（Connelly & Clandinin, 1990）。 具 體 涵

義為（Connelly & Clandinin, 1999）：

	 這一概念可以讓我們在談論教師是知識

廣泛的識知者時用來理解他們的經驗。

個人實踐知識蘊藏在教師過去的經驗、現

時的頭腦和身體動作以及將來的計畫和行

動中。人們可以在教師的實踐中發現個人

實踐知識。它對於所有教師來說都是一

種出於應對當前情境中的緊急情況而重

構過去、調整未來的意向的特有方式。

（Connelly & Clandinin, 1988, p.25）

　　 荷 蘭 學 者 貝 加 德（Beijaard）、 威 魯 普

（Verloop）與梅耶（Meijer）及其合作者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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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再拘泥於教師實踐知識本身的研究，而是

把研究視野擴展到具體的學科教學、教師評價、

新手教師和經驗教師的比較等方面（姜美玲，

2008）。他們認為教師實踐知識是教師素質的核

心，決定和指引著教師在實踐中的行動。他們還

認為，教師實踐知識不是理論知識與科學知識的

對立面，而是包含大量的理論性知識，並在教學

理論和教學實踐之間發揮著媒介功能（Beijaard 

& Verloop, 1996）。

　　中國學者陳向明則提出，教師的知識可以分

為兩部分，「理論性知識」和「實踐性知識」，

並在比較多位學者有關教師實踐性知識的不同提

法和定義後，她提出教師的「實踐性知識」的定

義，並分析了教師實踐知識的構成部分和存在狀

態（陳向明，2003）。在此基礎上，她初步認為，

遠離教師實踐的「宏大理論」對於教師指導價值

不大，教師需要的是能夠貼近自己教育教學實踐

的、教師自身的理論，這種理論可以叫做教師的

「實踐理論」。這種理論內生自教師的行動，來

自於教師的個人經驗；一般處於內隱的狀態，不

被教師自己所明確意識到，具有特殊性和個人化

傾向，但也可以運用於廣泛的場景，並類推到類

似的情境（陳向明，2008）。

　　從上面的簡要回顧可見，首先，教師實踐知

識與我們熟知的教師在課堂裏所教的學科知識即

所謂「學科知識」（content knowledge）有著很

大的不同，其所涉及到的是教師在開展教育教學

活動的過程中，隱藏在其教學行為背後的價值

觀、教育經驗、甚至對於職業和學生的感情等等

的知識部分，其複雜程度、與教育情景的緊密聯

繫程度、個人性、經驗性都要遠遠地超過明確的

學科教學知識。第二，教師實踐知識的研究領域

也逐漸從對教師個體經驗的研究擴展到對於教

師、學生、師範生等對象，學科課程與教學、教

師評價等教育實踐領域。第三，研究方法也由單

一的案例研究擴展到敍事研究、量化研究以及多

種研究方法並用。

　　我們以學校情境中教師實踐知識的發生與發

展的過程為視角，初步提出我們對於這種知識的

基本認識：第一，教師實踐知識存在的目的，是

解決學校教育中的實際問題，滿足教師和學校其

他主體在教育活動中的需求。第二，教師實踐知

識的形成，來自學校教育與社會情境中的問題和

需求的有效解決，並得到同行（包括同伴和業內

權威人士）、社會人士的肯定與承認。第三，這

種知識存在的形式，是個人和群體在日常教育活

動中形成的經驗、應對策略、價值觀、理論與智

慧。第四，存在的時空，以教師個人的職業空間

為主，涉及其他公共空間中；時間上歷經過去現

在和未來，具有時間脈絡上的繼承性、延續性。

二、在教師實踐知識的研究中，值得注意的

是研究方法多元化對於本領域研究的促

進作用

　　上述對於教師實踐知識的初步釐清，既可

以增加我們對於這一概念的理解，同時也給我

們在研究方法選擇上的啟發：對於這一區別於

學科知識或者科學知識的質的知識（qualitative 

knowledge）的研究，應該採用質的研究方法作

為新增的研究方法，才能更深入、準確地認識

和理解這一知識類型。從傳統的哲學思辨的方

法， 到 採 用 質 性 研 究 方 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如調查、訪談、觀察等，一直到近

年來跨學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如逐漸採用敍事探

究（narrative inquiry）、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

乃 至 教 育 民 族 志（ethnography in education） 的

方法、以及多種研究方法的混合使用等等。尤其

是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的使用，使得人們對於知

識與行動之間的關係、知識的個別化性質、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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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對於活動知識的形成的促進作用等，從而發

現了以往自然科學研究方法所未曾解釋的人類知

識的個別化、經驗性以及與情境緊密聯繫著的特

點。這樣的研究方法，對於教師實踐知識的研究，

有效地揭示教師個人知識中的特點和性質也起到

了明顯的研究效果。

丁、從敍事探究作為研究方法的

角度對教師實踐知識的認識

　　受到施瓦布（Schwab）「實踐性」思想以

及杜威（Dewey）經驗理論以及波蘭尼關於「個

人知識」概念（Polanyi, 1958）的深刻影響，上

世紀 80 年代以來，施瓦布的弟子之一、加拿大

學 者 Connelly 與 Clandinin 開 始 了 有 關「 教 師

個人實踐知識」的研究，他們「撇開外部理論

而轉向那些對實踐起決定作用的隱性的、密切

的、經驗的、個人的知識特性」（許世靜、康納

利，2008）。他們及其合作者在杜威（Dewey, 

1938）、 施 瓦 布（Schwab, 1970）、Gauthier

（1963）以及其他人的經驗主義認識論的影響下，

逐漸產生了將教師理解為認識者（knower）的研

究興趣，他們認為教師是自身的認識者、自身所

處情境的認識者、兒童的認識者、學科的認識者、

教學的認識者與學習的認識者。

　　Connelly 與 Clandinin（1999） 發 現， 教 師

因自己所認為的應然的課程，與其應政策要求所

設計的課程之間不一致而感到困擾。也有教師

掙扎在「被要求」與「自己相信應該做」的課

程之間。可見教師的教學「更大程度上取決於

他們個人所知道的知識」，教師的知識（teacher 

knowledge）比為教師設定的知識（knowledge for 

teachers）更重要（許世靜、康納利，2008）。作

為研究現象的敍事探究，關注教師的個人知識，

首創了教師「個人實踐知識」這一概念。這種知

識來自經驗，與教師的個人教育教學實踐的場景

中習得，而這種場景和教師所處的社會環境、學

校文化環境緊密相連的，教師實踐知識產生於這

一教師工作的特殊環境的，稱之為「專業知識景

觀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andscape）。 另 一

方面，敍事探究作為思維的方式和教育研究的方

法的時候，它是與「生活空間」這一概念的密切

相連的，首先作為一個「時間的連續體」，考察

期間的學校、教師和課程等教育要素的時候，必

須注意到該事物是發展變化的，現時的表現源自

過去、流向未來的。教師的實踐知識亦是有其發

展、變化的來由、表現和未來的發展方向的。通

過敍述的方式可以瞭解到教師知識的流動變化的

線索。第二，生活空間又是「個人——社會的連

續體」。生活期間的教師的個人與社會環境相互

作用影響的，教師的知識不僅是教師個人的習得

的，而且也是在與社會環境中的機構、人、制度

等的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的。因此，研究教師的

實踐知識就必須要關注教師所處的學校、家長、

學生和社會帶來的影響。這就意味著敍事探究不

能只是考慮個人維度，而且還要關注教師所處的

環境帶來的影響。

　　在社會發生變化的時候，比如教育政策的改

革、新的課程的實施推行等時候，教師的實踐知

識就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還要注意時間

的維度帶來的影響。第三，敍事探究存在其中的

生活空間第三個維度是「地點」。教師在不同的

地點擔任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比如教

室中、辦公室、社區、家中等等，其所接觸的人

和事皆不同，所要求其所充當的社會角色各不相

同，承擔的社會作用亦是大相徑庭。以教師的實

踐知識的發展來看，隨著情境的變化，尤其是作

為學校機構的運作基礎的迴圈週期（cycles），

如年度、節假日、班級活動的迴圈等，以及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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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時間安排作用到教師身上帶來的教師對其職業

行為帶來高低起伏的節奏感受（rhythms）也都各

不 相 同（Connelly & Clandinin, 1999）。 這 些 迴

圈週期會觸及教師個人實踐知識在道德、美感和

情感方面造成的影響，這些迴圈週期會帶來在空

間和時間上的不同邊界（borders）。如果說空間

上的邊界用肉眼尚能辨別的話，那麼在時間上帶

來的邊界則是主要體現在人的頭腦和作息時間表

上，由於其與教師日常從事的學校教育的節奏感

緊密相連，所以要改變起來，難度可想而知。

　　學者 Cuban（1995）在考察了教師所處的

學校環境後，採用了「學校教育的語法」（the 

grammar of schooling）一詞來形容其穩定的特性，

與克蘭迪甯（Clandinin）及康納利（Connelly）

提出的包括教師個人實踐知識在內的專業知識景

觀（professional knowledge landscape）的特點之

一，在學校教育中存在的「迴圈」（cycles）和「節

奏」（rhythm）概念的研究不謀而合！他認為，

學校中的實踐活動，諸如按年齡招生、班級授課、

分學科傳授知識等等，與語法在語言使用中起到

的結構作用一樣，是學校運行結構的基本組成方

式。而這種學校的基本運行結構一旦確定下來，

教師們就能夠按部就班地開展自身的工作，有計

劃有步驟地應對來自學校董事會、校長以及家長

們的期望的壓力。久而久之，教師與學生一樣習

慣於這種結構和次序（正如學校知識景觀中的

「迴圈」與「節奏」），並且很難再去適應別的了。

這種結構和次序的確和語言中的文法一樣重要和

難以輕易改變的，甚至習以為常而熟視無睹了。

因此，教師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的知識（教師實

踐知識），既具有穩定性、同時又帶有很強的情

境性特點，同時由於又與具體的學校教育方式、

學校管理方式、具體的人事安排、學生的特點、

學生家長的要求等等因素緊密聯繫在一起，而變

得十分複雜。

戊、人類學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對於教師實踐知識研究的啟

發—行業知識的實際應用

（knowledge at work）的角度

　　人類學家 Scribner 在一家乳品製造廠進行了

幾項實地研究（Scribner, 1985），目的是研究行

動是怎樣指導知識的習得和知識的組織。他們

選擇了乳製品作為研究的範疇（domain）。他們

比較了五組人員在乳製品方面的知識。其中三組

是該乳製品廠裏的工作人員，分別是文職人員、

倉庫裝貨員和送貨司機。文員只是負責處理一些

貨品的符號形式（symbolic representations），而

裝貨員和司機則必須接觸貨品的表像和實際的貨

品。但是兩者的工作環境有所不同。他們除了對

人員的工作環境進行現場的考察之外，還對五類

人員的有關產品知識進行了測驗，諸如說出產品

的名稱、種類、大小等。一項結果顯示，研究者

發現倉庫裝貨員的對於貨品分類，有 1/3 的情況

下他們是以貨品的位置來區分產品的，而且他們

是唯一採用位置分類的工作人員。原因就在於，

他們一般每天晚上都要花約 8 小時在貨品的尋找

和整理上，所以知道不同貨品的位置對他們來說

十分重要。還有個結果是，倉庫裝貨員和送貨司

機還會採用貨品大小作為分類的辦法，而文職人

員則很少用此分類。這裏研究者發現，對於同樣

的知識範疇（如乳製品），不同組別的工作人員

會因為在功能上與該知識範疇的關係而有所不

同。

　　那麼，是什麼因素影響了知識的挑選和組織

呢？研究表明，線索一，是所碰到的對象出現的

形式：是表像的還是實際的；線索二，是有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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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行動目的，就是希望自己做到什麼。對象的

某些屬性對於目的的達成非常重要，例如貨品的

位置對於倉庫裝貨員而言。這樣在他們思考事物

的組織時，那些重要的屬性就會發揮重要的作

用。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就提出，知識和行動相

互之間的關係問題。於是，研究者又前往乳類製

品廠的倉庫，更仔細的觀察產品裝卸的工作；又

通過相關的現場測試等方法，發現乳製品廠內與

工作相關的知識很複雜，這些知識取決於行動的

形式，以及對行動形式的調控。這裏，社會知識

（比如乳製品的名稱）與個人知識雖然不同，但

不是對立的。因為在這裏社會知識是用來組織乳

品廠的物質環境和符號形式，而個別員工會有創

意地運用這些社會知識使得工作更符合人類（包

括自己）的需要。證明社會知識在這裏和個人行

動相互促進並良好地組織在一起的。

　　從上述研究例子中，我們可以得知兩點啟發：

第一，人類學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優勢在於，可以

深入人類活動（包括教師日常教育教學）的現場，

通過實際的觀察、測驗、談話等方式，瞭解到其

他研究方法無法得到的資訊；這對於我們用此方

法來揭示教師實踐知識很有方法上的啟發；其二，

就上述研究結論本身，使我們認識到，教師在學

校中的個人實踐知識和社會關於教育的知識之間

是可以相互影響和促進的。他們可以嘗試提出有

關的研究假設，開展基於人類學民族志角度的教

師實踐知識研究。

　　民族志研究方法在教育中的運用，以其獨特

的研究價值而受到教育研究者的重視。Janesick

提出了在課程研究領域適合民族志方法研究的八

類問題以及這種研究方法的特點。這八類問題

（Janesick, 1991）是：（1）有關課程等的質的

問題；（2）有關課程及其組成的意義和理解的

問題；（3）關於課程的社會語言學方面的問題；

（4）有關整個系統的問題，如，教室、學校、

學區等方面的；（5）與課程的政治、經濟、社

會心理學等角度相關的問題；（6）與隱蔽課程

相關的問題；（7）與課程的社會情境相關的問題；

（8）與教學和課程相關的教師內隱理論（implicit 

theories）方面的問題。同時，民族志研究還具有

以下一些特點：整體性視野、注重環境或社會中

的內在關係、聚焦於對某個社會環境的理解而非

預測、要求研究者置身於研究環境中、要求研究

者重視實地研究和之後的資料分析、要求研究者

不斷提高行為觀察和訪談的技術與能力。

　　綜上所述，這種研究方法對於教師實踐知識

研究的在方法上的啟示是：（1）對於教師實踐

知識的研究，研究者要首先拋開所有的理論和實

踐假設，來到教師開展教育活動的現場進行實地

研究；（2）要具有完整和聯繫的眼光去觀察和

分析教師實踐知識，比如從教師實際工作的教

室、學校和社區乃至社會的大環境來考察和分析

教師在課堂內外的教學與教育行為，當然包括知

識；（3）研究中要關注教師的內隱理論（implicit 

theories）的存在和外在表現。尤其是非明確語

言的表達方式，如隱喻、教具、學具的使用等；

（4）在避免盲目套用和驗證現成理論和共識的

前提下，注重通過觀察、訪談、現場記錄等的分

析，獲得對於教師在具體社會（包括教育）情境

（social context）中對於實踐知識的應用、選擇、

改進等行為的深入理解，而不是預測和盲目的由

此及彼的「遷移」與「借鑒」。（5）應用該研

究方法，其研究問題雖然是教師實踐知識，但是

考察的視野不僅僅局限在以往常用的神經生理

學、認知心理學以及教育學等範疇，而是可以推

廣到社會、經濟、種族等，來考察期間存在的內

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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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總結

　　通過上述對於教師實踐知識的理論來源、不

同理論背景的概念述評以及引入敍述探究和民族

志的兩種研究方法作為方法角度的分析，使得我

們對於教師實踐知識本身及其研究方法有了進一

步的認識：由於教師實踐知識所包含的內容與教

師的實踐環境緊密相連、教師實踐知識的產生來

自于教師自身與周圍人群、社會環境的互動、教

師實踐知識又具有時間空間上的連續性、同時受

到學校教育穩定持續的影響，所以在研究這一複

雜、多元的對象時，必須使用多種研究方法，而

敍述探究與民族志的方法的引入，正是一種研究

方法上的彌補和充實。而前一種方法在對於研究

對象時空與發展的注重、後一種方法在對於研究

對象現狀的深度考察和個體意義的理解等方面的

優勢互補，使得兩者在對於教師實踐知識的研究

上，具有天然的聯繫，更有利於研究者開展這方

面的教育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教師實踐知識的發展變化過

程中，有三個要素尤其值得我們關注。首先是教

師的認知活動，這種活動是教師多年來逐步形成

的，形成了教育（教學）信念後，改變不容易。

第二，教師的教育（教學）信念很多情況下並不

明確，抑或是處於緘默狀態，甚至教師本人可能

也不知道這些知識是如何影響自己的教育行為

的。第三，很多研究指出，知識和信念在解釋新

的經驗或者選擇新知識過程中具有過濾作用，這

是符合心理學中「知覺的選擇性」這一原則的。

這三種現象的存在，給我們研究教師的學習或者

教育行為的改變提供了實踐或理論的依據。而從

敍事探究和人類學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出發，應用

其理論框架和具體研究方法，對於我們分析與認

識教師實踐知識及其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起到

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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